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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d relationship networks that are important to Japanese ventures’ learning for-
eign ownership regulations in China. Case studies showed that relationship networks are indeed 
important to learning government policies such as foreign ownership regulations but constituents 
in the network tend to be discrepant for different companies. Among our three cases, two are 
connected with multiple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for learning foreign ownership regulations, 
while the other has only a few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Nevertheless, all of the three have key re-
lationships in their own networks, such as Japanese/Chinese headquarters, government and law 
consul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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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弄清对日资企业学习我国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起重要作用的关系网络。案例研究表明，关系网

络的确对于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等政策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对于不同企业这种网络的组成不尽相同。在

本文的三个案例中，有两个企业通过多种重要关系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另一个企业在其网络中只

有少数几个重要关系。尽管如此，在这三个企业的网络中都存在各自的关键也就是最重要的关系，例如

日本/中国总部、政府和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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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外商投资所有权法规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在变化中。1979 年的合资企业法首次允许跨国公司与

我国国有企业共同建立合资企业。1986 年，我国政府颁布了独资企业法，首次允许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

独资企业。然而当时允许建立独资企业的只有少数几个行业，许多行业还不准外资进入。逐渐地越来越

多的行业也开放了，一些允许独资企业，一些允许合资企业，有的合资企业还被要求由我国国有企业占

有多数股份。直到 1995 年，最重要的外商投资所有权法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及其附录《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才得以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把我国产业按照对外商开放的程度分为鼓励

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并于 2002 年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分别于 1997 年、2002 年、

2004 年、2007 年和 2011 年修订，因而被统称为《目录》，按照鼓励类、限制类或禁止类具体列出了产

业，没有列出的则属于允许类。列入鼓励类的行业通常允许外商建立独资企业，列入限制类的通常只限

于建立合资企业，禁止类的行业则完全不允许外商投资。在《目录》的修订中，越来越多的禁止类或限

制类行业已上升为允许类甚至是鼓励类，尽管一些行业从鼓励类降为限制类甚至是禁止类。此外，具体

行业或具体地区的外商投资所有权规定同时实施并可能优于《目录》。 
既然我国的外商投资所有权法规如此复杂，那么获得、诠释和证实这些变化中的法规对外商来说就

显得尤其重要。Eriksson 等(2000) [1]提出，制度知识是关于特定国家的治理结构及其规矩、规定、道德

和价值的信息。对跨国公司来说，只了解一个海外市场的技术和商业法规而对其制度知识毫不了解是不

够的，因为法规的实施常常比其字面意思更加重要。本文把获得、诠释和证实变化中的外商投资所有权

法规统称为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 
一个企业总是置于与相应各方的关系中，这些关系所形成的一个网就称为关系网络。商业主体不仅

依赖于企业间网络而且置于更广泛的网络结构，包括例如政府、产业联合会、管理者的社会关系 (家庭

与社区、学校、董事会、商会、贸易联合会、雇主、同事等等)。许多关于本地市场的重要信息都来自于

外资企业发展出的关系网络，特别是网络里的关键关系。Johanson & Vahlne (2009) [2]特别指出，关系网

络可以作为获得制度知识的工具。Elango & Pattnaik (2007) [3]也认为，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用于获得制

度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其关系网络。然而，很少研究曾探讨在企业间网络和更广泛的网络结构中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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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关系对于学习我国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起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通过案例研究来填补这个空白。 

2. 文献综述 

2.1. 关系网络 

Hallen (1992) [4]把关系网络划分为三层：企业间网络、以组织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以个人为中

心的基础设施网络。企业间网络不仅包括一个企业与其实际交易伙伴的关系，例如供应商和客户，还包

括与第三方的关系，例如法律、财务、技术等方面的顾问。这样，顾问公司就被视为关系网络中的商业

参与者。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网络由一个企业与非商业参与者的非任务型关系组成。以组织为中心的基

础设施网络包括该企业与非商业组织例如政府、工会、产业联合会的关系。以个人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

络是围绕既作为商人又作为私人的具体的人发展起来的。这个概念类似于“管理者联系”，被 Peng & Luo 
(2000) [5]以及 Zhang & Li (2008) [6]定义为管理者与企业外部的人际关系。 

Ghoshal & Bartlett (1990) [7]认为跨国公司是由内部与外部关系组成的网络。在内部，子公司不但与

其他子公司还与总部交换信息，从而形成一个沟通网络。在外部，各子公司都置于不同的本地网络中，

这样，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往往同时置于不同的网络中。然而，Forsgren 等(2005) [8]认为，对单个子

公司来说，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子公司对当地关系的依赖程度不亚于对总部和其他

子公司的依赖。因此，本文对跨国公司的内外部关系持平等对待的态度，并从单个子公司的视角进行研

究。依照 Hallen 对关系网络的分层，本文强调子公司关系网络的三层：企业间网络包括与内部(总部以及

其他子公司)的关系和与外部企业(例如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顾问)的关系；以组织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网络指与外部非商业组织的关系；以个人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包括管理者个人的商业联系和社会联系。 

2.2. 关系网络与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 

关系网络是学习企业外部机会与挑战的来源。Andersson 等 (2015) [9]认为，子公司的关系网络资源

能影响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外资企业能从本地网络中获得本地知识，特别是从网络的关键参与者，例如

重要的供应商、客户以及本地的其他商业伙伴。这种情况下，该企业的商业伙伴可能成为其与本地政府

关系的中介。例如，许多跨国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时选择与国有企业合资经营。国

有企业对中国的政策及其实施更熟悉，跨国公司能通过这些中方伙伴获得诸如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等制

度知识。另一方面，信息流动不仅包括从网络中相关的商业参与者而且包括从相关的非商业参与者收集

到信息和知识。当商业关系缺失时，基础设施网络对获得信息就显得至关重要。就获得制度知识而言，

基础设施网络可能比商业关系更重要。Hadjikhani & Ghauri (2001) [10]就指出，企业能通过与政府机构的

互动来获得有关政府价值与行为的经验和信息。这样，跨国公司通过建立与东道国政府的直接关系来获

得制度知识。此外，个人联系与上述关系相重叠。Uzzi (1996) [11]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使信息不仅可以

传递而且可以得到解释和获得价值。Rangan (2000) [12]也指出，广而深的人际间商业与私人关系带来廉

价、迅捷、有效的信息。 

3. 案例分析 

由于地理上邻近，日本企业属于在中国投资的先锋。他们从 1980 年就开始在我国建立合资企业，很

多建立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日合资企业在进入 21 世纪后变为了日本独资企业。本研究尤为感兴趣

的就是有助于这类企业学习我国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的关系网络。我们从《日本企业海外进出总览》(东
洋经济的微观数据库)选取了 20 个日本全资子公司，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中日合资(或合作)企业建

立于上海但在 21 世纪变为日本独资企业。首先通过电话或传真询问这些企业我们能否访问他们的高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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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尽管在联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我们最后还是被 3 家企业接受并对其管理层做了访谈。但是，

本文没有提及这 3 家企业的真实名称，因为关系网络对一些企业来说是敏感的话题，为了不影响访谈的

效果，我们在联系这些企业的时候就承诺进行匿名访谈。因此，本文用 A、B、C 来代替企业名称。 
A 公司是一家日本企业在上海的子公司。这家日本企业 1989 年在中国建立的首个子公司也在上海，

现在仍是中日合资，从事软件开发。紧接着 1990 年在上海建立了另一个软件公司。1994 年在北京建立

了中国总部。在东北地区，90 年代建立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企业，2000 年以后与此相应建立了电子零部

件的销售物流企业和研发企业。90 年代在上海建立了三个子公司，分别从事电子零部件的生产(A 公司)、
软件行业和专业批发。2000 年以后在中国各地建立了电子零部件相关的子公司，在上海就有两个从事生

产和销售、一个从事贸易、一个从事研发，此外在上海附近和中国东南地区还分别建立了从事生产和销

售电子零部件的子公司。总而言之，该日本企业主要从事电气机械行业电子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和研发，

产品广泛用于医疗器械和汽车。可以说，该日本企业已在中国建立了复杂的内部网络用于生产、销售和

研发，其中国总部在协调各子公司中起着关键作用。 
A 公司是 1993 年与一家国有企业共同建立的中日合资企业，日方拥有多数股份，后来于 2005 年变

为日本独资企业。从事电气机械行业电子零部件的生产，员工 500 人，总投资 2900 万美元，总资产 3200
万美元。A 公司有三人同时接受我们的访谈，总经理(日本人)、生产部部门经理(中国人)、一名中国翻译。

总经理当时到任还不满两年，而这位资深的部门经理已在 A 公司工作了 10 年以上，对于公司的发展进

程很熟悉，所以被请来参加这次访谈。访谈持续了一小时。我们通过访谈得知，A 公司与以下组织及个

人的关系对其学习包括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在内的政府政策起重要作用：客户企业、总部特别是中国总

部的法律顾问、政府、管理者的朋友包括校友、前同事、诸如高尔夫俱乐部和日本经理俱乐部等社交俱

乐部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然而，对于 A 公司学习政府政策最重要的源头是由日本总部、中国总部和 A
公司三者构成的局部网络。因此，A 公司的关系网络能够影响其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等政府政策，

该网络可以划分为三层：企业间网络包括与日本总部和中国总部(内部企业)以及客户企业(外部企业)的关

系；以组织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以个人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包括管理者与其校

友、前同事、社交俱乐部的朋友的关系。在这个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的网络中，A 公司总共与 7 个

影响者直接相联。此外该网络中还存在关键影响者，即中国总部和日本总部(内部企业)，他们传递着有趣

而关键的信息，在整个网络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此，A 公司在网络中既与多个影响者又与关键影响

者相联。 
B 公司是一家日本企业在上海的子公司。该日本企业于 1988 年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子公司，1999

年在上海建立了 B 公司，两个都从事医药行业，2011 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总部来协调和控制整个中国的

业务。 
B 公司最初是该日本企业与一家国有企业共建的中日合作企业，日方拥 有 95%的股份，后来在 2007

年日方增加股份至 100%，从此 B 公司就变成了日本独资企业，从事医药生产和销售，员工 1200 人，总

投资 5900 万美元。产品首次上市是 2002 年，年销售收入增长率保持在 20%左右，而行业指数是 16%，

尽管相对于行业平均水平而言 B 公司的规模比较小。2006 年获得了医药批发许可证，这在医药生产企业

中成为先锋。 
B 公司的总经理是中国人，他的繁忙日程使他无法参加访谈，因此该公司接受我们访谈的是行政总

监，也是中国人，他对公司的发展进程非常熟悉并且对经营模式有着建设性的理念。访谈持续了一小时。

从访谈中了解到，B 公司与下列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对其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有重要影响：战略合作

伙伴、政府、工商业联合会、法律顾问、其他公司的管理者、本公司管理者的朋友(校友、前同事、社交

俱乐部的朋友、政府官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政府的关系。此外法律顾问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B 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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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的获得、诠释和证实。这些法律顾问有 70%是政府顾问，他们提供政策信息，另外

30%是与政府建立了强大关系网络的私人顾问公司，他们研究获得的政策信息。上述关系网络能够影响 B
公司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该网络可以分为三层：企业间网络包括与战略合作伙伴和法律顾问 (外
部企业) 的关系；以组织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包括与政府和工商业联合会的关系；以个人为中心的基

础设施网络包括管理者与其校友、前同事、社交俱乐部的朋友、政府官员、其他公司管理者的关系。B
公司在这个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的网络中与 9 个影响者直接相联，同时，该网络中存在关键影响者，

即政府和法律顾问。B 公司与多种源头的法律顾问建立了关系并依靠他们。在以组织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网络层面，政府顾问提供政策信息；在企业间网络层面，与政府联系紧密的私人顾问公司对这些政策信

息做出解释和证实；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层面，管理者的政府官员朋友扮演着关键角色。因

此，B 公司在网络中既与多个影响者又与关键影响者相联。 
C 公司是一家日本企业在上海的子公司。该日本企业于 1992 年建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子公司，位于

青岛，从事机械行业，并从此开始了在中国机械行业的发展，从 1993 至 2005 年建立了从事该行业的 6
个子公司，包括生产、销售及专业批发。此外，1997 年建立 C 公司从事环境污染处理，2004 年在电力行

业建立一个子公司。至今已建 9 个子公司，日方在所有 4 个合资企业中都占有多数股份，其余 5 个是日

本独资企业。C 公司最初是作为中日合资企业建立，日方占 65%的股份，后来于 2007 年日方股份变为

100%，从而使 C 公司变为日本独资企业，员工 50 多人，注册资本 715 万美元，年销售收入 610 万美元。 
C 公司有两人同时接受我们的访谈：副总经理和行政总监。两个都是中国人，都在该公司工作多年

并熟悉公司的发展进程。访谈持续了一小时。从访谈了解到，C 公司与其日本总部的关系对于政策学习

最重要，与法律顾问和其他公司管理者的关系比较重要，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显得微乎其微，往往是

需要中方资格证时才找个临时的合作伙伴。这样的关系网络能够影响 C 公司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等政策。

此网络中虽然 C 公司只与 3 个影响者直接相联，但有个关键影响者即日本总部。日本总部可以与诸如政

府和管理者的关系等各方相联来影响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从而成为 C 公司与这些关系的中介。该

网络可以划分为两层：企业间网络包括与日本总部(内部企业)和法律顾问(外部企业)的关系；以个人为中

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包括与其他公司管理者的关系。 
以上三个案例表明关系网络对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等有重要意义。各层次的网络——无论是企

业间网络、以组织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构成复杂的学习外商

投资所有权政策的网。然而对于不同企业该网的构成往往存在差异。A 公司与 B 公司都与多个影响者相

联，即有多个重要的关系影响其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相比之下，C 公司只与 3 个影响其学习外商

投资所有权政策的重要关系相联。但这三个公司各自的网络中都存在关键影响者。对 A 公司关键的是与

日本总部和中国总部的关系，对 C 公司最重要的是与日本总部的关系，对 B 公司关键的关系是政府以及

与政府紧密联系的法律顾问。 

4. 讨论与结论 

以上案例分析从子公司的视角识别了影响日本企业学习我国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的关系网络。这些

网络对不同的日资企业存在差别，却也存在相似之处。例如，总部对 A 公司和 C 公司都很关键，政府对

A 公司和 B 公司都重要，法律顾问对所有三个公司都重要，管理者的社会关系对 A 公司和 B 公司都重要。

因此，本文重点讨论总部、政府、法律顾问以及管理者的个人关系。 
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Dicken (1998) [13]指出，公司总部处理和传

递送往和来自于公司其他部分的信息，而区域总部协调公司总部和具体区域内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公

司总部处理公司与高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信息，例如主要的商业服务提供者(财务、法律或广告)和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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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政府部门。然而，究竟是由总部还是子公司来建立和管理与外部商业及非商业组织的关系有赖于

跨国公司的战略。通常，总部设在多元化国家例如美国的跨国公司往往采取本地化战略，这样，子公司

在处理本地网络的各种关系中有更多自主权。相比之下，总部在主体化国家例如日本的跨国公司偏好全

球整合战略，即把大多数价值链活动都集中在总部并把世界作为通过本地市场和销售机构来服务的统一

市场。这种情况下，公司总部对于子公司及其与本地网络的关系有更多控制。在本文的案例中，A 公司

与 C 公司属于典型的日本式战略，更多受控于总部，因此总部对其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来说是最重

要的。 
与中国政府的直接关系对 A 公司和 B 公司是很重要的。A 公司可能与本地政府建立了直接联系从而

降低了以前的合资伙伴(中国国有企业)在与政府联系中的价值。但是这种情况下，法律顾问往往代替本地

商业合作伙伴成为与政府关系的中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B 公司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的关键影响者

是政府及其相联的法律顾问，以及为什么法律顾问对所有三个公司都重要。上述中介自身的关系网络会

产生意外的联系。外国企业很难提前知道哪些关系应该建立以及这些中介是否拥有适当的关系网络。因

此，B 公司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法律顾问作为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等政策的多种来源。 
Welch & Welch (1993) [14]认为，在通过个人联系来建立和维护的关系网络中人是关键因素。本文案

例中强调了管理者的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例如，管理者从前的同事对于 A 公司和 B 公司都是学习外商

投资所有权政策的重要来源。Macdonald (1992) [15]也指出，企业以前的员工即使为竞争对手工作也可能

继续成为信息来源。Welch & Welch (1996) [16]还指出，这些以前的员工能否因为事先存在的联系而在信

息传递中起重要作用取决于他们与现有员工之间关系的强弱。 
既然关系网络对学习外商投资所有权政策如此重要，跨国公司可以设置关系经理这样的职位来有效

管理网络中的重要关系，布置网络发展和维护的任务并给予这些任务足够的分量来表明经理的贡献，以

及清晰定义相关职责。同时，为了避免“锁定”，跨国公司可以发展替代网络或持续评估现有网络中的

重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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